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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与中国大陆交往的增多， 以拥有先进文化的中国为基准点， 日本列岛的人们很早便有了 “自身处于东方的意
识”。 公元 600年， 倭王多利思比孤派遣的遣隋使提交的国书就说： “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 “日出处天
子” 这种表达， 在我看来， 其实已经隐含了 “日本”， 即 “日之本”。

遣唐使井真成墓志中明确写到 “国号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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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为什么有历史呢 ？

贡布里希在他的经典著作
《艺术与幻觉》 中问道。 以我
们身边的艺术 ， 照片为例 ，

我们可能会认为每个人的照
片都是不同的 ， 留影各有目
的， 都有一己的愿望和关注，

这就是一个风格大杂烩 。 或
者相反， 我们可能会认为它
们本质上是一样的 ， 就像孩
子们的绘画 ， 即便文化背景
完全不同， 也往往彼此相似。

然而贡布里希的出发点是 ，

我们很容易就能确定艺术品
的年代。 艺术是在变化 ， 但
不是随机地变 。 人们甚至可
以说它在进化———不是在变
得更好或朝着最终目标前进
的意义上， 而是在其变化受
到限制这一 “演化 ” 更基本
的意义上。 人们今天的所作
所为， 部分取决于过去人们
的所作所为。

近日 ， 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的法文教授尼古拉斯·佩
奇 （Nicholas D. Paige） 在新
著 《小说的技术 ： 定量数据
与文学系统的演变 》 中考察
了人类的小说创作行为 。 他
将之视为一个人造物的生产
过程 ， 他的样本是出版于
1601—1830 年的近 2000 部
法语和英语小说 。 和主流的
小说史叙事不同 ， 佩奇的叙
事中并没有出现诸如 “诞生”

或 “成长” 这样似乎是在描
述生物及其生命历程的词 ，

或者伊恩·瓦特 （ Ian Watt）

所谓的 “兴起 ” 之类的表述
（呼应资产阶级的兴起 ）。 用
一个有开头 、 有发展 、 有美
好结局的故事来描述小说的
历史， 是认知上的 “方便法
门”， 许多文学史家的工作就
是用一定数量的小说来讲述
这么一个故事 。 然而佩奇认
为， 我们面对的人类小说并
不是一个整体 ， 一个会成长
成熟的有机体 ， 而是一个不
断变化的系统 ， 其中每个构
件都包含某种技术 ， 每种技
术都有可追溯的起源 ， 采用
或弃用新的技术都需要一定
的时间， 会以牺牲已经开发
的技术为代价 。 就像物理领
域的技术浪潮一样 ， 小说技
术的兴起和衰落并不是自动
发生的： 作家出于各种原因
发明和采用文学样式 。 人们
可以把小说看作一个不同风
格形式的模块体系 ， 而不是
单个作品， 这样来观察其历
史和演变， 会有令人吃惊的
新见。

也就是说 ， 要真正理解
小说这种艺术形式 ， 在佩奇
看来， 仅仅阅读经典作品是
不够的。 他指出文学史家们
作出的分段分期固然安全 ，

却未能真正揭示文学的演变。

小说这个系统会发生系统性
的扰动， 而这种扰动是有规
律的， 不是随机的 ； 作品被
制作 、 传播然后稳定下来 ，

直到有一天———时长相当一
致———被废弃 。 这种演变相
当模式化， 而据信会影响小
说发展和形式的意识形态 、

经济乃至时代 ， 实际上作用
都有限。

佩奇说 ， 用这样一个冷
静的视角， 就看不出大部分
小说史里轰轰烈烈的那种世
界历史意义了 。 这种统计学
分析确实会让文学教授们觉
得无情———书中植入了上百
张图表。 然而佩奇相信 ， 文
学史也需要 “祛魅”， 小说不
是某个历史背景及其所谓文
化逻辑的具体表征 ， 而是和
别的东西一样 ， 是人类在模
仿与创新过程中的生产创造。

这些人工制品 ， 各有不同的
结局。

横看成岭侧成峰 ， 远近高低
各不同。

———苏轼 《题西林壁》

近代有一小部分代表性的人物 ，

乃经后人考掘方才出土 ， 章学诚

（1738—1801） 便是其中最醒目的一

位。 参与发掘者胡适便直言不碍： 章

氏首起的褒扬者乃是东瀛汉学家内藤

虎次郎， 之后 “国人始知章先生”。

原来胡适缘见内藤氏 1920 年始

作的 《章实斋先生年谱》， 1922 年方

继起扩充而补订。 从此， 唤醒学界对

章氏的历史记忆 ， 章氏方才成为瞩

目的人物。 按章氏横空出世， 志大才

高 ， 生 前 却 逢 时 不 遇 ， 相当地隐

微， 恰如古语所云： “君子疾没世而

名不称 ”。 试举一例 ， 以概其余 ： 他

的姓氏 ， 致为时人张冠李戴 ， 将

“章” 错作 “张”， 如是可见一斑。 于

百年之后 ， 方经中外学界重新发现 ，

再次粉墨登场， 重回历史的舞台， 大

放光彩。

始自余师在 1976 年刊行 《论戴

震与章学诚 》 ， 援用了伯林 （ Isaiah

Berlin） 的 “刺猬 ” 和 “狐狸 ” 的譬

喻， 以彰显章学诚和戴震二者学问的

特征之后， 中国思想史的园地便骤然

成为动物园了 ， 一大群 “刺猬 ” 和

“狐狸 ” 在各种学术议题到处流窜奔

跑了。 可见该书影响既广且深。 由于

该书基本上业已烘托出章氏 “未遇 ”

的情境， 拙文只需择要点出， 而将小

文的重心移至爬梳民国初年章氏之所

“遇” 了。

清代考据学的领军人物戴震， 素

以考核精谨， 博洽多闻， 为时人推崇

备至 。 惟他生平自许甚高的义理之

作———《论性》 《原善》， 竟连素来赏

识他的师友， 朱筠、 钱大昕等考证大

家都奉劝他 “空说义理， 可以无作”，

遑论其他。 尤其章氏理学气味甚为浓

郁的 《原道 》 《原学 》 《朱陆 》 诸

文， 更不堪闻问了。

而章氏身处考证学风高涨的场

域 ， 对于自己的学问未能受到时人

的认可 ， 却颇有自知之明 ， 他不讳

言道：

仆之所学， 自一二知己外， 一时
通人， 未有齿仆于人数者， 仆未尝不
低 徊 自 喜 ， 深 信 物 贵 之 知 希 也 。

（《答邵二云书》）

他甚至不轻易把自己的文字示知于外

人。 一方面， 他渴望文史校雠的文字

可获得该时学界重镇———钱大昕的青

睐； 另方面， 却央求钱氏说道：

（己行文） 辨论之间， 颇乖时人
好恶 ， 故不欲多为人知 。 所上敝帚 ，

乞勿为外人道也。 （见 《章氏遗书》）

这种欲迎还拒的矛盾情结跃然纸上 。

另方面， 他又伟岸自喜， 不屑与世儒

合流， 反而亟于独树一帜。

20 世纪初年， 起自梁启超受西洋

史学的影响 ， 倡导 “新史学 ”， 对传

统中国史学施予一连串猛烈的抨击 ，

时风易势 ， 固有史学的堡垒遂亦不

保。 此不啻对重新评估章氏史学提供

了极佳有利的条件。 故章氏终得假道

“通史”、 “史料” 诸概念， 见重于时

流， 盖缘之有故。

要之， 自从胡适将章氏 《文史通

义 》 的核心概念———“六经皆史 ” 说

中的 “史 ” 诠释为 “史料 ”， 这几乎

变成章氏名言的正解， 而附和者亦不

乏其人。 梁启超、 金毓黻等诸人均是

其同调。 如此一来， 章氏学术便和新

近输入的西洋史学接上轨了 。 从此 ，

新史学中 “史料” 的核心观念便取代

了固有史学里经书和正史的神圣性

和规范地位 。 但此不啻将 “六经皆

史” 化约为近代史学描述性的客观材

料了。

其次 ， 章学诚贬抑 “断代史 ”

（若班固 《后汉书》）， 而推崇 “通史”

（若司马迁的 《史记 》 、 郑樵的 《通

志 》）； 不意在新时代和西洋史学的

“通史 ” 接笋了 。 民国初年的史学名

家何柄松致称誉 “章氏所主张的通史

和我们现在所说的通史完全一样 。 ”

而且比起司马迁 、 郑樵尚青出于蓝 。

要之， 章氏的 “通史” 只不过旨在打

破传统 “断代史 ” 的藩篱 ； 与近代

史学的 “通史 ” 不免尚有落差 ！ 虽

说这只是貌似神异， 并无妨其取得暴

名了！

析言之 ， 民国初年 ， 经过胡适 、

梁启超等人对其史学概念 “创造性的

转化 ”， 章学诚遂得适时搭上西方史

学的顺风车， 一路直抵扬名立万的终

点站。 换言之， 在新史学不同观点的

重新聚焦， 章学诚因缘际会成为近代

史学的先行者了。 毋怪日人内藤氏会

说到 ： 中国即使是崇拜章氏的学者 ，

也很难发现其理论的真意。 直到最近

中国才有一些 “治西方学问的人， 开

始认识章学诚史学的真价值。” （《中

国史学史》）

民国初年由于受日本学界的影

响， 吹起一股揄扬章氏史学之风。 承

其余绪迄今未衰 ， 迄 20 世纪下半叶

犹有西方汉学家若法国的戴密微和美

国的倪文孙推崇章氏史学不遗余力 ，

咸认为章氏乃是时代的先驱， 中国传

统史学的转折点 。 他们倾向以欧洲

“历史主义 ” 的观点去阐发章氏的

“六经皆史 ” 之说 ， 甚至取约略同时

代意大利的维柯做对比。 但这绝非漫

无节制的， 例如， 早先留美归国的何

炳松鼓吹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不

遗余力， 告诫我们， 莫把章氏的史学

鼓吹的过份， 使得章氏和我们都流入

腐化一条路， 而且误导大家忽视了西

洋史学近来对史学上诸多重要贡献 。

他相信 “历史能否进步 、 能否有用 ，

完全看历史能否用他种科学联合， 不

去仇视他们 。 ” 职是之故 ， 他主张

“我们此后还是多做一点介绍西洋史

学的工作罢 ！” 这类观点不只为具有

留洋背景的学者所接受， 且连从未踏

出国门的吕思勉亦表同感。 吕氏比较

章学诚与现今史家的异同时， 他如是

评道：

他的意见， 和现代的史学家， 只
差得一步。 倘使再进一步， 就和现在
的史学家相同了。 但这一步， 在章学
诚是无法再进的。 这是为什么呢？ 那
是由于现代的史学家， 有别种科学做
他的助力 ， 而章学诚时代则无有 。

（《历史研究法》）

吕氏所谓的 “别种学科 ”， 无非

意指西方优势的 “社会科学 ”。 当时

新史学的特色正是如此 。 职是之故 ，

章氏史学固然得重现风华， 但不能保

证永远随着新史学的发展水涨船高。

总之 ， 章氏因讲求胸臆为断的

“史意”， 其别出心裁并不见容于讲究

实事求是的考据时代 ， 但又因推重

“通史”、 阐发 “六经皆史” 说， 却不

意貌似世纪之际的西洋学风， 而受到

揄扬。 嘲讽的是， 在清代传统学术的

语境， 章氏的学问备受打压， 而却在

民国新史学的语境， 掌声响起， 这是

章氏所始料未及的。 其遇与不遇， 盖

时代学风有以致之乎？

章学诚的遇与未遇
黄进兴

“日本”是何时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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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这个国号亦即国名产生于何

时， 在日本史学界是一个争论不休

的难题。

从文献史料的视点， 中国的文献在

唐代以前并没有发现 “日本” 国名。 11

世纪中叶前后成书的 《新唐书》， 在 《东

夷传》 中有这样完整的记载： “咸亨元

年， 遣使贺平高丽。 后稍习夏音， 恶倭

名， 更号日本。 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

为名。” 唐高宗在位的咸亨元年 （670）

是一个时间坐标， “更号日本” 是在咸

亨元年以后 。 这与 《史记正义 》 所说

“武皇后改曰日本国”， 时间上是吻合的。

日本方面的文献 ， 尽管养老四年

（720） 成书的 《日本书纪》 已有被训读

为 “ヤマト” 的 “日本” 汉字表记出现，

但学界研究日本国号起源时一般不将其

作为证据。 较早有明确记载的， 当是菅

野真道等执笔成书于延历十六年 （797）

的 《续日本纪》， 于庆云七年 （702） 载：

“秋七月甲申朔， 正四位下粟田朝臣真人

自唐国至。 初至唐时， 有人来问曰： 何

处使人？ 答曰： 日本国使。”

朝鲜半岛方面的文献， 1145 年成书

的 《三国史记》 中的 《新罗本纪》 卷六

于文武王十年 （670） 十二月载： “倭国

更号日本， 自言近日所出以为名。” 由于

《三国史记》 在编纂时参考了中国的文

献， 所以从对 “倭国更号日本” 的时间

与前引 《新唐书》 的 670 年完全一致来

看， 当是从该书移录的史实。

根据上述史料， 日本学界对日本国

号产生时间的推测： 一是在天武天皇期

间 （672—686）， 与天皇称号同时产生；

二是产生在从飞鸟净御原令编纂的 689

年到 《大宝律令》 形成的 701 年前后这

一过程； 至于 《日本书纪》 在大化元年

（645） 七月条记载的颁发给来自高丽 、

百济使者诏书中 “明神御宇日本天皇”

的写法， 被认为是经过了 《日本书纪》

编者的润色。 总之， 各种文献关于日本

国号产生时间的记载， 均未早于 7 世纪

后半， 亦即在 670年至 701年之间。

关于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原因， 日本

学者大和岩雄还有一种说法 ， 认为是

“壬申之乱” 让作为小国的日本吞并了倭

国， 从而改倭国为日本。 到了天武天皇

十三年 （684）， 国号更名日本之事通报

给了唐朝。 所以他认为日本国号的启用

当在 684 年稍前。 审视这种说法的史料

依据， 其实还是来自 《旧唐书·东夷传》

所载 “或云日本旧小国， 并倭国之地”。

从 出土文献的视点观察 ， 近年来 ，

相继出土三种石刻史料， 也都出

现了 “日本” 的字样， 因此颇为学界所

关注。

一是 2004年在西安发现的遣唐使井

真成墓志 ， 墓志中明确写到 “国号日

本”， 因而是确定无疑的。 这方墓志的文

字出自同为遣唐使的日本人之手， 时间

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 （734）。 这是目

前发现的关于日本国号的比较确凿的最

早存世实物资料。

二是 1992 年现身于台北古玩店的

《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 这方墓志虽未

见原石， 但分析录文所述事实， 当非伪

造， 墓志写道： “又属皇明远被， 日本

来庭。 有敕令公与李怀远、 豆虑钦望、

祝钦明等宾于蕃使， 共其语话。” 据台湾

学者叶国良考证， 墓志这一段所述史实

为杜嗣先受命接待遣唐使。 由于墓志中

还提到 “上帝宗于明堂， 法驾移于京邑”

这一武则天行明堂礼的史实， 因此在时

间上可以断定杜嗣先受命接待的是第八

次遣唐使， 到访时间是长安二年 （702）。

墓志由杜嗣先之子撰于先天二年 （713），

这一时间也早于第九次遣唐使的来访时

间开元五年 （717）， 因此， “日本来庭”

的写法不可能是出于后来的改写。 由此

可以断定， 作为国家的 “日本” 记载，

杜嗣先墓志也是真实无疑的。 “日本”

国号的实物资料， 杜嗣先墓志的 702 年

又比井真成墓志的 734年提前三十余年，

从而可以印证日本史学界的通常推测。

第三种出土资料也是在西安发现的，

即由中国学者王连龙撰文披露的 《大唐

故右威卫将军上柱国祢公墓志铭》， 简称

《祢军墓志》。 祢军是百济人， 在唐朝做

官， 死于唐高宗仪凤三年 （678）。 墓志

中有： “于时日本馀噍， 据扶桑以逋诛；

风谷遗甿， 负盘桃而阻固。” 其中 “日

本”， 如果确定是日本国号， 则实物资料

将日本国号的确立至少提早到公元 678

年， 早于前述日本学界迄今为止的推测

和现有的实物资料。 遗憾的是， 据我考

证， 《祢军墓志》 中出现的 “日本”， 只

不过是对东方的泛指 （详细论证参见澎

湃 “私家历史” 2018 年 6 月 30 日 《〈祢

军墓志〉 中的 “日本” 并非国名》）。 如

此一来， 日本国号的形成， 又回到了通

常推测的原点， 即 701年前后形成说。

其 实， 《新唐书·东夷传》 等中国文

献对于日本国号产生的记载具有

一定的启示意义。 古代政权的国号形成

可能并不像近代国家诞生之时那样在短

时间内拟定国名， 而是经历了一定时期

的普遍认同。 既然目前我们无法找到诸

如政令发布那样的确凿史料来认定日本

国号的产生，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转换角

度来考察这个问题呢？

尽管 《祢军墓志》 中出现的 “日本”

并非日本国号， 但其意义则显示了 “日

本” 作为指代东方 “日之本” 的意识已

经是由来已久， 所以墓志作者才有可能

娴熟地使用这一词语。

伴随着与中国大陆交往的增多， 以

拥有先进文化的中国为基准点， 日本列

岛的人们很早便有了 “自身处于东方的

意识”。 倭王多利思比孤派遣的遣隋使提

交的国书就说： “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

处天子无恙。” 此即认为自己处于东方，

而大陆的隋朝处于西方。 这条有名的史

料见于中国文献的多处记载。 “日出处

天子” 这种表达， 在我看来， 其实已经

隐含了 “日本”， 即 “日之本”。 进一步

联系到 《日本书纪》 中 “东天皇敬白西

皇帝” 的表达， 根据日本学者的日本国

号和天皇称呼同时形成的见解， 极有可

能早在提交国书的公元 600 年之前， 即

六世纪末， “日本” 这一国号已经产生。

在没有确凿明证之前， 对于日本国

号的产生， 我们还可以另辟蹊径。

众所周知， 主要来自汉语的日语音

读发音， 除了大多是出于误读的惯用音

之外， 基本被归纳为吴音、 汉音和唐音

三种。 吴音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从中国江

南地区传到日本的汉字音。 “倭之五王”

（中国史书记载的倭之五王， 日本学界有

基本比定： 倭王瓉即仁德天皇或应神天

皇、 倭王珍即反正天皇、 倭王济即允恭

天皇、 世子兴即安康天皇、 倭王武即雄

略天皇 ） 频繁向南朝派遣使者 ， 以及

“南朝四百八十寺” 那样佛教兴盛所带来

的中日间交流， 无疑对吴音的传入起到

了极大的作用。 日语中的吴音词汇有相

当多是来自汉译北传佛经。

汉音作为唐代洛阳一带的标准音 ，

则是伴随着中日之间第二次交流热， 由

大量的遣唐使、 留学生全面导入中国典

章制度以及文化带过去的。

唐音则是宋元迄至近代传到日本的

汉字音。 于是， 日语汉字音所附着的时

代因素与地域因素便成为我们考察日本

国号产生时代的一个极好的视点。

日本的国名现有两种发音表记。 一

种是汉字音读的 “にほん” 或 “にっぽ

ん”， 一种是以英语为主的欧美语言 “ジ

ャパン” 等。 这两种发音其实都与汉字

音摆脱不了干系。 “日” 的 “にち” 的

发音就是来自吴音的入声字。 而 “ジャ

パン” 的语源据讲来自 《马可波罗游记》

中所述 “黄金之国ジパング”。 “ジパン

グ” 是不谙汉语的马可波罗对元朝人称

呼 “日本国” 的拟音记录。 纵观西方几

种语言的 《马可波罗游记》 “ジパング”

的表记， 词头都对应为日语 “ジ”。 这个

“ジ” 应是 “本日” 的 “日” 的拟音 “ジ

ツ”。 促音 “ジツ” 在北方元大都人口中

脱落促音尾成为 “ジ”。 在日语的 “日”

字两种音读中， “ジツ” 属于汉音。

日本的国名现有两种发音表记给了

我们一个启示。 如果日本国号产生于唐

朝诞生将近百年之后， 那么， 其音读发

音理应为汉音 “ジツ” 才合乎逻辑， 但

为什么日本人舍时音而不用， 却用了一

个古老的字音呢？ 推想开来， 谜底就是，

作为国号的日本， 在汉音没有成为主流

语音之前， 至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最

后时代便已经启用。

还可以提供一个旁证是， 一个名叫

续守言的中国人， 在百济和唐、 新罗作

战中成为了俘虏， 后来被百济在齐名七

年 （661） 送到日本。 后来续守言被持统

天皇任命为音博士， 专门教授唐朝的标

准音汉音 。 这一个时间节点是在公元

689 年前后。 这一事实体现的逻辑关系

是， 如果日本国号产生于 689 年以后 ，

理应会采用当时大力提倡的汉音， 而不

可能是吴音。 在资讯交流不发达的时代，

日本这一国号到了公元 600 年才由使者

传达到中国的王朝。 此时， 在日本国内，

日本国号大约已经使用了有一段时间。

通过汉字音对日本国号产生的考察，

前述日本国书体现的国号暗示， 其实是

互为旁证的。 纳入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

来考察日本国号的产生， 也可以得到相

同的认识。 伴随着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

与确立， 才会产生对统一国号的需求 。

而公元五至六世纪正是被学界通常认定

的古代国家的形成期。 大量接触并接受

中国文化， 最终建立了律令制国家。 在

这一过程中， 日本国号和天皇称谓应运

而生。 这一历史背景的回顾也在广义上

可以支持我的日本国号形成时间的推测。

而通过日语汉字音的历史考察， 推测日

本国号的产生时期， 是日本史研究者所

忽略的一个视点。

作 为余话， 还想附带说说跟日本国

号产生有关的一个有趣问题 。

“日之本”， 亦即 “日本”， 是在日本列岛

内部产生的称呼， 还是来自外部的观察？

在我看来， 最初称呼 “日本” 的一

定不是出自日本列岛内部。 一个常识是，

地球自西向东自转， 地球上的人观察太

阳， 太阳都是从东方升起， 日本人位于

日本列岛的观察也不例外。 然而， 中国

人从中国大陆一侧观察， 日本列岛方向

正是太阳升起的东方。 因此当来到中国

大陆的日本人被问到从何处来时， 日本

人可能会指着日本列岛的方向说来自那

里。 听到这样的回答， 中国人也许会说，

那是太阳的故乡啊， 亦即日之本。 于是，

身处中国大陆的日本人会领悟到， 原来

我们居住的地方是 “日之本”。 追溯 “日

本” 这一国号的形成过程， 可以推测大

概会是这样的经过。 这是我的主观臆测，

但似乎也是合乎逻辑的。 唐代诗人刘长

卿写给日本使者的两句诗刚好描述了这

样的场景： “遥指来从初日外， 始知更

有扶桑东。”

因为 “日出处天子” 的 “日出处”，

原本就是来自中国大陆一侧的观察。 反

过来说， 如果从中国以西一侧来看， 中

国又成为 “日出处”。 以类似 “日出处天

子” 的说法来称呼中国王朝的皇帝， 在

文献中还居然真的可以找到。 正史 “二

十四史” 之一的 《北史》 卷九七 《波斯

国传》 载： “神龟中， 其国遣使上书贡

物云： 大国天子， 天之所生， 愿日出处

常为汉中天子。” 这是来自中国以西的观

察， 与从中国观察日本一样。

其实， 以太阳为参照物， 以中国大

陆为基准点的方位表记， 不仅限于东方

日本， 南方的越南也是如此。 西汉武帝

时代 ， 在越南中部汉朝政府还设置有

“日南郡”， 更是明确的标记。

日之本是相对于中国大陆而言的称

呼， 这在古代日本人那里并无疑问。 在

平安时代成书的 《弘仁私记》 前多人长

序文开头就这样讲道： “日本国， 自大

唐东去万馀里， 日出东方， 升于扶桑 ，

故云日本。” 在近代以来的日本学者也并

不避讳这一事实， 与古代日本人有着同

样的认识。 曾任京都产业大学的所功教

授指出： “‘日出处’、 ‘日之本’ 这样

的认识， 是在日本列岛内很难产生的想

象， 大概是从日本以西的朝鲜或中国向

东方瞭望产生的。” 另一位日本史研究者

神野志隆光也指出： “日本这一称呼很

可能就是产生于中国的世界观， 因而日

本的国号才被唐朝所接受。”

（作者为四川大学讲座教授、 日本

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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